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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關係與兩岸關係之一

從經濟戰到石油外交

──1970年代日本對中國大陸的石油貿易

李恩民∕日本櫻美林大學國際學部副教授

摘　　要

中日兩國曾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打過一場經濟戰，但這場戰爭結束二十多年後的1978年，雙方又簽訂了『中日長期貿易協議』，展開了石油貿易。本文在論述了這一協議交涉的政治過程之後，從日本的「經濟安全保障」戰略、中國大陸的外匯戰略以及牽制蘇聯與日本共同開發秋明油田及建設第二條西伯利亞鐵路戰略的角度，著重考察在這種石油貿易背後所隱藏的政治外交問題。

關鍵詞：石油外交、經濟安全保障、資源外交、中日長期貿易協議

前　言

歷史上的中日關係基本上都是政治主導的，以經濟主導兩國關係的時候並不多。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特別是中日全面戰爭爆發後，日本對中國大陸的經濟、天然資源進行了大量的調查，認為這場軍事戰其實就是一場經濟戰，編寫了許多諸如『打贏經濟戰之道』、『支那事變經濟戰關係日誌』、『經濟戰強化對策』之類的指導性文作和宣傳品，而當時的中國也抱有同樣的認識，提出了展開「對敵經濟戰」的口號【註1】。抗日戰爭結束二十多年後，當中日兩國的政治關係迎來新局面的時候，經濟再次成為雙方關係的核心。1978年在『中日和平友好條約』締結之前，兩國之間簽訂了『中日長期貿易協議』。這是日本經濟界，特別是「財界」【註2】主導促成的，不過它並不是日本的個別企業或企業集團追求「私利」的產物，而是在日本政府支持下，實現日本「經濟安全保障」戰略的一環。本文著重考察在這一協議背後所隱藏的石油外交戰略問題。

一、石油外交的展開

日本財界對中國大陸的石油外交是通過1978年的『中日長期貿易協議』來實現的。70年代初期，大慶油田的發展引起了世界的矚目。1972年8月，中日邦交正常化尚未實現之際，新日鐵社長稻山嘉寬（經團聯副會長）率日本經濟人代表團訪問中國。在與周恩來總理會談時，他提出為了中日貿易的長期與穩定，應締結石油等商品的長期貿易契約，隨行的出光興產會長出光計助更具體地提出，「日本每年要進口2億噸的石油，今後至少想從中國進口1億噸」【註4】。周恩來對72歲的出光老人有這樣的理想表示敬意，指示在坐的李先念副總理去研究探討【註5】。這是中國政府根據日方的要求首次暗示將來對日出口原油的可能性。

1972年11月，中日經濟交流新窗口日中經濟協會成立，稻山嘉寬就任會長。當時，稻山對今後的中日貿易，主要是石油貿易作了這樣的構想：坽中國向日本出口石油、煤炭等天然資源，與此相對應，日本向中國出口機械和技術；夌支付採用分期付款方式；奅日本向中國出口的機械和技術，一般多用於資源開發，所以分期付款的利息應特予優惠；妵資源貿易對中日兩國都有益，政界與財界應給予積極的支持【註6】。

對於這一大膽提案，日本的政界和財界內部議論紛紛，沒有結果。1973年9月，代表日本經濟界意志的經團聯組織經濟使節團訪華，使中日「經濟關係實現了正常化（周恩來語）」。周恩來總理在人民大會堂會見該使節團團長植村甲午郎、副團長蘆原義重、土光敏夫、中山素平以及小川平四郎駐華大使時正式表示，中國正在考慮「在資源大力開發之後，可以向日本的工業提供資源，以從日本進口工業產品」【註7】。中國對石油外交表示贊同，是經團聯訪華的最大收穫。稍後，以石油、煤炭、成套設備、資材為核心的中日長期貿易協議的交涉便邁出了第一步。

但是，關於是不是應該進口中國原油的問題，經團聯與石油聯盟的意見曾尖銳對立，引發了日本財界的一場大論戰【註8】。而對於是不是應該對外出口資源，中國政府內部的意見分歧也很大，引發了一場政治鬥爭和哲學論爭【註9】。經過極其艱難的調整和交涉，1978年2月16日，劉希文（中國中日長期貿易協議委員會主任）和稻山嘉寬（日本日中長期貿易協議委員會委員長）終於在人民大會堂簽訂了『中日長期貿易協議』。其主要內容如下【註10】。

1.本協議的有效期間為8年，自1978年起至1985年止，期間雙方各自的出口總金額為100億美元左右【註11】。

2.在第1～5年度的前5年，中方向日方出口原油4,710萬噸、煉焦煤515～545萬噸、動力煤330～390萬噸，同時日方向中方出口技術、成套設備70～80億美元、建設器材20～30億美元。第6～8年度的後3年，中方向日方出口的原油、煤炭的數量應在第5年度數量的基礎上有所增加。

3.原則上採取延期付款由日本向中國出口技術、成套設備和建設器材。

除這些內容之外，這一貿易協議還有兩個重要特點。第一點集中反映在序文中，即這一協議雖然是民間性質的，但它是「根據中日兩國政府聯合聲明和貿易協定的精神，在平等互利、互通有無、進出口平衡的基礎上，為發展兩國間長期、穩定的經濟貿易關係」而締結的，而且各自都取得了「本國政府的支持」。將8年的進出入總額合計定為200億美元，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是一個規模相當大的貿易。財界首腦迄今也曾積極地展開過多次對外民間經濟外交，但簽訂了規模如此之大、內容如此豐富的國際協定還是史無前例的。
第二點反映在它的長期性上。『中日長期貿易協議』雖然規定它的有效期是「自簽字之日起到1985年12月31日止」，但同時規定「本協議非經雙方同意，不得撤銷」。事實上，它成為一個無期限的「超長期」的協定。這項規定對日本方面來說是確保資源的絕好的根據，對當時急於推進經濟建設、恢復生產的中國來說無疑也具有極其重要的意義。當時，李先念副總理就表示中日長期貿易協議的期間不要說8年，80年、800年也應該繼續下去【註12】。
『中日長期貿易協議』的簽訂從經濟面為處於停滯狀態的『中日和平友好條約』的交涉打開了一個缺口【註13】，從而從經濟政治兩方面為兩國關係輸送了新鮮空氣，也使中日雙方的石油外交戰略意圖得以實現。

二、日本的石油外交戰略

灱經濟安全保障論與資源外交論

經團聯之所以費時5年、與中國交涉簽訂長期貿易協議，其動機是想緩解日本在資源供給方面的危機感。1973年10月，以第4次中東戰爭的爆發為契機，阿拉伯石油輸出國組織以石油為政治武器，削減對支持以色列的各國的原油供給量。其結果是原油的價格上漲了大約4倍，對中東原油依存率達77.5% 的日本陷於空前混亂的狀態，人們多稱其為「第一次石油危機」或「石油衝擊」。

這次石油危機暴露出了日本在經濟安全方面的思維和政策體系的缺陷，使日本許多政治家、經濟家以及普通國民都認識到，「對於將來的日本來說，沒有比能源更重要的東西了」。當時，「如果從中近東而來的石油渠道被切斷，日本列島就會沈沒」這種危機感彌漫於整個社會。二戰之後，日本已經建成為一個大量消費能源的多消費型富裕社會，為維持經濟的發展並使國民福祉不斷向上，如何確保必不可少的天然資源，換句話說，如何實現日本的經濟安全保障成為70年代的一個重大課題。圍繞這一課題，日本的政界和財界展開了積極的討論，構想了各種各樣的對策。

過去，提起「安全保障」一般都認為它專指軍事上的安全保障，即以本國或盟國的軍事防衛力量為主要手段，使領土、國民以及國家主權不受侵害，而在受到侵害的情況下要力予排除。70年代這一概念的範圍被擴大，人們普遍認為，要保障一個國家的安全，除軍事防衛力量之外，還應該與之相配合，在政治、經濟等方面採取對策。於是，從綜合安全保障這一思維中，「經濟安全保障」「政治安全保障」的概念應運而生。

對於經濟安全保障這一概念現在學術界還沒有明確的定義，筆者認為，所謂經濟安全保障就是，為了發展一個國家或地區的經濟、豐富民眾生活，對於具有重要意義的物質或資源（如石油），主要以「和平的經濟手段」來保障其長期、穩定的供給。經濟安全保障並不是石油危機、局部戰爭等引發重大威脅時的課題，而是一個恒常的課題。這裡的「和平的經濟手段」必須是合乎國際經濟基準的行為。

70年代，日本各界已有了明確的經濟安全保障意識，當時所形成的報告書就不下數十種，最主要的有通產省的『我國經濟的安全保障』（1974年7月）和『資源輸入與我國的經濟安全』（1975年）、政策科學研究所的『關於日本經濟安全的研究：石油與我國的安全』（1975年3月）、三菱綜合研究所的『日本經濟安全之研究』（1975年4月）、經濟安全保障思考會的『確立日本經濟圈的提案』（1976年4月）、世界經濟研究會的『今後日本的對外經濟政策』（1977年7月）、野村綜合研究所的『國際環境的變化與日本的對應：面向21世紀的提案』（1978年5月）、關西經濟同友會的『目標：綜合安全保障的確立』（1978年6月）等。這些報告書的內容概括起來大致有以下幾點：

第一，強調日本雖是經濟大國但卻是資源小國這一事實，將經濟安全保障的內涵鎖定在確保資源，特別是石油的穩定供給這一點上。

第二，提案者所說的「資源」並不單指石油、鐵礦石、鑢土礦等礦產品，也包括小麥、玉米、大豆等糧食產品，共約20種【註14】。

第三，提案者所說的「確保」的內容，並不僅僅是我們通常所理解的「獲得」的意思，還寓有價格安定之意，也就是說，即使在資源價格高騰或供給削減等非常事態之下，也要以一定的價格和品質保障一定的供給量，以確保國民生活與福祉不會下降，維持正常的產業活動。換句話說，日本所追求的資源保障乃是「豐富」、「低廉」與「穩定」這三點。

為了確立上述意義的經濟安全保障體系，報告書提出的對策有10多種，如重要資源的儲備、新能源的研究開發、海外石油開發、加強政府開發援助和文化交流、加強防衛等，其中最主要的是「能源節約論」和「原油輸入源的多樣化」這兩種。後者的具體方案是，第一，與蘇聯聯合開發秋明（Tyumen）油田，將開發出來的部分原油出口給日本；第二，與中國大陸開始石油貿易，如有可能，中日兩國共同開發中國東海南海油田，將其中的一部分出口給日本。經團聯對中國和蘇聯的「資源外交」可以說是同時並行的。
在戰後的日本，最早認識到「資源外交」重要性的是外務省。1971年，外務省委託社團法人日本經濟調查協議會進行「70年代的資源外交」這一課題的研究。1972年9月發表的研究報告指出，日本的原油輸入源過分地依賴OPEC（Organization of Petroleum Exporting Countries）諸國，為防萬一，為安全保障起見，應該使原油供給源分散化或減少對中東原油的依存度。作為今後推進資源外交的指針，報告書還進一步提出了「資源外交三原則」，即日本政府對於海外資源的基本態度以資源外交這一的形式向全世界宣告，它的原則是將有利於「資源國政治經濟的自立發展」，「南北間的協調與相互發展」，「世界和平的增進與發展」。依據這些原則，報告書提出了社會援助、經濟援助、建設援助、戰略援助等資源外交，特別是石油外交的具體施策【註15】。與資源國展開貿易、對其資源探測與開發在資金、技術、人力方面進行援助，是其中的重要內容。日本財界的對中石油外交基本上是在這一原則下展開的。

牞經團聯的經濟安全保障戰略

從石油外交的角度來看，『中日長期貿易協議』的背後包含著日本財界的經濟安全保障戰略，主要是資源戰略。協議將日本從中國大陸進口的商品鎖定為原油、煉鋼用的煉焦煤和強力煤三種，在日方看來它就成了資源的長期輸入協議，而這與日本的能源的長期穩定地供給這一戰略是直接相聯的。

日本財界首腦堅持不懈地與中國大陸交涉，簽訂這一協議，其戰略思想大概有以下五點：第一，從長遠的觀點來看，確保能源對日本經濟具有決定性的意義。第一次石油危機過後，對於中國原油的輸入，財界與石油業界之間的意見並不相同。石油業界認為，在世界經濟已經處於蕭條的情況下，石油的供需關係已得到緩和，因此確保原油對於日本來說並非急需。對此，財界反駁說，眼下原油的供給雖不緊張，但無論是從原油的可採量還是OPEC的政治戰略來看，將來都是不容樂觀的。

第二，實現日本的原油供給源的多樣化。在日本財界看來，當時日本原油的大部分依存於中東各國是危險而不安定的，因為中東政治一直缺乏穩定因素，引發大規模的石油供給中斷的可能性隨時都會出現，確保從不屬於OPEC的中國大陸進口原油，是將來回避資源危機的必不可欠少的一步。1978年10月第二次石油危機的爆發，證實了財界的判斷，也堅定了他們對中國石油外交的信念。

第三，縮短資源的海上運送距離，藉以確保運輸安全，同時削減運送成本。經濟安全保障與海上的運輸安全是密不可分的。資源從中東到日本的海上運輸要衝是蘊含有種種不安定要素的霍爾木茲海峽和蘇伊士運河，而其兩岸政治的不透明隨時會左右海運的安全。在這種情況下，如果能確保從中國大陸或蘇聯的西伯利亞進口石油，自然就會迴避危險的海上運輸通道，這對日本來說是絕對有利的。此外，與中東相比，中國和西伯利亞都與日本很近，不但能保證資源的運送安全，而且能大量削減運輸成本。

第四，通過大規模地進入中國大陸市場來減少與西方各國的貿易摩擦。70年代，正是日本與歐美產生各國貿易摩擦之時，迫於歐美各國的壓力，抱有巨額貿易黑字的日本不得不對工業產品的出口採取「自制」措施，而這一措施對於以輸出主導型經濟為特徵的日本無疑就意味著招致國內主要產業的不景氣和經濟惡化。在歐美對日批判依然高漲的情況下，力圖實現工業化的中國大陸市場是有很大魅力的，以成套設備為龍頭大規模地進入中國市場是中日關係發展的必然，也是賢明的選擇，因為成套設備和技術的出口與人的交流是緊密聯繫的，技術在中國大陸市場的扎根，絕對有利於日本占有並保持大陸的相關市場。

過去，每當我們提及確保資源的思想，都會自然地將其與殖民主義的「一滴石油一滴血」相聯繫，甚至會聯想到二戰中的「大東亞共榮圈」。圍繞天然資源而展開的國際關係非常容易走向政治化。在『中日長期貿易協議』交涉之初，為了解消中方的疑慮，消除以往歷史的陰影，日本財界曾盡了最大的努力，作了政治上的考量。如關於煉焦煤的交涉，當時，日本所使用的主要從澳大利亞、美國和加拿大進口，供給安定，價格合理，日本鋼鐵業並不特別需要中國的煉焦煤（從60年代後期到70年代約有10多年日本沒有從中國進口過此種煤）。而且，煤炭也不像石油那樣，需要回避危機、分散供給源。但當時中國的煤炭政策是加大出口總量，打進日本市場。在這種情況下，稻山嘉寬採取了積極合作的態度，他說：「雖然我們當前並不需要中國的煉焦煤，但為了中國的現代化，如果日本從中國進口煉焦煤的話，中國就能確保外匯收入，而這與從外國能輸入技術以實現現代化是聯繫著的」【註16】。1978年8月，新日鐵八幡製鐵所率先進口了中國的煉焦煤。

三、中國大陸的外交戰略

中國大陸歷來不願意向西方國家出口天然資源，對「工業品的日本、原料的中國」這一貿易方式也有很強的抵抗心理。中國之所以能超脫感情的資源民族主義，實行政策轉換，贊同日本的石油外交並與其締結長期貿易協議，是與「文革」後的四個現代化戰略和當時的外交戰略密切相關的。
灱
外匯：現代化戰略的第一步

1978年2月下旬，華國鋒總理的政府工作報告公布了新的經濟建設計劃，提出到1985年的8年間，要建14個大型工業基地、120個大型工業工程。這些大型工程的建設和先進技術的導入，外匯是第一需要，但由於長期的階級鬥爭和政治運動，國家的外匯儲備很少（1979年僅有21.54億美元）【註17】。於是，當時的國家領導人深刻認識到確保外匯乃是現代化建設的關鍵。出口石油和煤炭等天然資源以增加外匯收入是當時中國的唯一選項。中國在60年代後期剛實現石油自給，同時開始少量地出口，1973年出口額為183萬噸、1974年為507萬噸，1975年開始激增到988萬噸，1978年達到1,131萬噸。其實，當時中國國內的石油已經處於供不應求的狀態，為增加輸出，不得不導入石油購買票證制度，試行定量供給，號召節約石油、抑制消費。因此國內有人譏諷出口原油這一做法是「飢餓出口」，反對向日本等工業國家出口原油。李先念在與經團聯訪華代表團會談時曾介紹說，對於這種議論，他只能以「急需外匯」來加以反駁【註18】。那麼，中國政府的這一目的是不是達到了呢？

據統計，1978～1985年的8年間，中國從世界各工業發達國家引進了大量的成套設備和先進技術，總金額為143億美元，而從日本引進的就有65億美元，其中屬於『中日長期貿易協議』範疇的契約額就達47.3億美元【註18】。根據日本日中長期貿易協議委員會的統計，在這8年間，根據雙方的協議，中國對日本的原油出口額為129.93億美元，煤炭出口額為9.09億美元，合計中國對日本的資源出口總額達139.02億美元。也就是說，從外國進口的高達143億美元的成套設備和先進技術的外匯的97% 以上都是從對日資源貿易中獲得的。中國通過資源貿易獲取外匯、以此引進先進設備和技術的現代化戰略，可以說是基本實現了。

『中日長期貿易協議』實施期間，中國的外匯儲備也在不斷增加。以1979年的21.54億美元為起點，1982年超過了100億，1983年為143.42億，1984年9月底達167億。稍後隨著進出口貿易的停滯，外匯儲備額有所減少，1985年9月為125億美元，年底為119.13億美元【註20】。當然，我們不能說這都是從對日資源貿易中而來的，但卻可以斷定以石油和煤炭為主的資源貿易乃是國家獲取外匯的主要途徑。

牞
牽制蘇聯：外交戰略的一部分

前面已經提到，為達到原油供給源的多樣化這一目的，日本對中國大陸、對蘇聯展開了等距離石油外交。1972年2月，日蘇經濟合同委員會第五次委員會就秋明油田的聯合開發問題開始討論，同年日方派出專家代表團到蘇聯進行實地調查。在中蘇兩國的政治關係極度緊張的70年代，雙方對日本的「等距離石油外交」的進展都比較敏感。1973年，出光興產常務副社長富永武彥率領的中國原油輸入交涉團剛剛就石油貿易開始商談，蘇聯就向出光興產提出了向其出口100萬噸秋明油田原油的要求。1974年3月，蘇聯以第一次石油危機為契機向日本提出了利用日本資金開發秋明油田與建設第二條西伯利亞鐵路並行的新計劃【註21】。
鐵路建設與原計劃中的石油管道建設不同，它不僅可以用來運送天然資源，而且可以用來運送軍隊、武器、彈藥。第二條西伯利亞鐵路的建設必然會增強蘇聯在遠東的軍事力量，對中國構成軍事威脅，激化中蘇之間的對立情緒。對此中國立即予以牽制。1973年3月，中日友好協會會長廖承志在訪日之前公開批判秋明油田的開發有被用於軍事目的危險性【註22】。同年9月，經團聯經濟使節團訪問北京時，周恩來總理首先提及這一話題，提醒植村甲午郎團長注重中蘇關係惡化的經驗，指出「中日兩國的合作關係如果加強了，蘇聯也許就會處事慎重」【註23】。1974年3月，日本工商聯合會會長永野重雄在就西伯利亞天然資源開發問題訪蘇之前先到中國訪問。在他說明了即將訪蘇的目的之後，李先念副總理明確地表示理解日本的處境，但忠告說「蘇聯不可信，小心不要被別的國家騙了」【註24】。
由於非常複雜的政治與經濟方面的原因，1974年10月，日本通告蘇聯方面中止秋明油田的聯合開發計劃，而專注於與中國進行資源貿易的交涉，最後成功地與中方簽訂了『中日長期貿易協議』。

此外，中國大陸的外交決策還可能與下面的動向有關。1970年12月，日本、韓國、中華民國（台灣）三方組建「海洋開發研究聯合委員會」，開始進行海底石油資源以及其他痊物資源的調查研究和開發；1971年12月，發生了釣魚島（日方稱「尖閣諸島」）領有權紛爭，大陸與台灣共同開始批判日本的行為；1974年1月，日韓締結「大陸架共同開發協定」，並使其在1977年6月自然生效，1978年6月交換批准書。不過，現在還沒有發現第一手資料可以證明其間的關連，願記此留待今後研究。

結　語

誠如前面提到過的那樣，石油外交不僅包括資源貿易，而且包括資源開發。1979年改革開放之後，當中國決定引進外資和外國的先進技術開發石油與煤炭資源時，日本就在資金方面予以積極的合作。這從第一次能源貸款和第一次日元資款的內容中就可以判斷出來。1979年5月，日本輸出入銀行決定向中國銀行提供總額相當20億美元的能源貸款（4,200億日圓）。這筆貸款全部用在了資源開發上面，其中用於華北勝利油田、渤海BZ（渤中）28-1油田、渤海呈北油田這三大油田開發的為10.6億美元，用於煤炭開發的為9.4億美元。

與資源的運送密切相關的是鐵路與港灣建設，否則資源的穩定供給就無法保障。1979年12月，大平正芳首相訪問北京。在中日兩國簽訂了『關於在渤海南部及西部海域合作進行石油和天然氣勘探開發的協議書』之後，他宣布向中國政府提供第一次日圓貸款（總金額3,309億日圓），根據中方的申請，日方選定的貸款使用項目是，泝石臼所港建設項目、沴允州─石臼所鐵路建設項目、沊北京─秦皇島鐵路擴建項目、沝廣州─衡陽鐵路擴建項目、沀秦皇島港擴建項目、泞五強溪水力發電站建設項目【註25】。這六大項目雖然是中國實現現代化的基本建設項目，但其中的二個港灣項目（泝和沀）與兩個鐵路項目（沴和沊）都在後來對日資源出口中發揮了重要的作用。可以說，無論對日本還是對中國來說，石油外交都是一箭雙雕的雙利戰略。

從歷史的角度來看，「改革開放」是中國大陸現代化戰略的一環，「文革」後期與華國鋒時期的引進外國成套設備與先進技術的舉措乃是實行「對外開放」的第一步。70年代，中日兩國通過石油外交的實施，真正實現了互惠互利的真誠合作，形成了中日關係史上少見的較少摩擦的時期。可惜，這一時期持續的時間並不長。90年代後期，由石油出口國後退為進口國的中國已經無力繼續向日本出口石油，為了各自的新的經濟安全戰略，雙方在中東和東南亞的石油購買市場變成了競爭對手，「中國威脅論」也就應運而生。現在，俄羅斯正積極地對歐美各國和日本開展較之70年代規模更大的石油外交攻勢，秋明油田的聯合開發再次成為日俄關係的一個熱點。歷史也許有走向重複的時候，圍繞天然資源而展開的國際關係，在21世紀仍然會是人們關注的一個焦點。不過，這時人們所說的天然資源除了石油、礦產、天然氣這類使用後即不能再得的天然資源之外，還包括淡水資源，因為「20世紀是領土和石油紛爭的時代，21世紀將會成為水資源紛爭的時代」這一說法已經開始流行了，事實上，在中東的約旦河流域等地，因水資源而引發的摩擦也已經出現了【註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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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13：
關於『中日長期貿易協議』與『中日和平友好條約』交涉的關係以及和平友好條約的經濟意義，請參見李恩民著『轉型期的中國、日本與臺灣』第4～5章，御茶水書房，東京，2001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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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關係與兩岸關係之二

中共對台「聯結策略」分析

王信賢∕國立臺北大學公共行政暨政策學系助理教授

壹、前　言

兩岸關係對我國國家安全、經濟發展、外交與內政皆具有關鍵性的影響，其變化甚至會牽動東亞局勢與國際關係的穩定，也正因此，「兩岸」議題一直是國內外關注的焦點。兩岸間歷經「軍事對立劍拔弩張」、「相互對峙互不往來」到達現階段「開放交流官冷民熱」的時期，其所涉及的不只是雙方領導人的意向，所有的情勢發展往往受制於彼此內部的結構，更會隨著國際體系的演變而有不同的互動結果。近一兩年來，歷經2004年我國總統大選與立委選舉、中國大陸第四代領導人全面接班，尤其是今年初以來中共通過《反分裂國家法》以及我國在野黨領袖先後赴大陸訪問並與中共高層會談，使得兩岸互動呈現出一嶄新但卻更為複雜的面貌。

不論就學術或實際而言，政治與經濟、國際壓力與國內政治一直是比較政治、政治經濟學與國際政治經濟學研究者所關切的課題。政治與經濟相互連動自不待言，而隨著全球政治與經濟的發展，外部事務與內部事務間不再有明顯的區別，按照羅森諾（James Rosenau）的說法，即是「國際性的國內」（intermestic）事務的出現。本文認為，目前中共對台即是採取一種政治與經濟、對台與國際的相互「聯結策略」（linkage strategy），以下將從近期中共對台策略談起。

貳、中共近期對台策略

就中共近期對台策略看來，從胡錦濤的「三四講話」以及《反分裂國家法》通過後，其雖遭遇部分挫折（如在美國施壓下，歐盟持續對中共武器禁運），但可明顯感受到，中共當局對兩岸關係和台海局勢未來變化的掌控自信提升不少。深究其中，本文認為現階段中共對台策略如下：

灱底線清晰＋彈性務實

就戰略而言，中共對台為：底線清晰、彈性務實。所謂的底線是指《反分裂國家法》中動用「非和平方式」的條件【註1】以及《新形勢下發展兩岸關係的四點意見》（簡稱「胡四點」）【註2】所畫出來的「紅線」，【註3】而中共對台在現狀與底線間的空間採取「彈性務實」的原則，其具體展現在「兩岸客運包機常態化」、「台灣農產品在大陸銷售」等議題的主動提出，甚至表示「只要承認一個中國原則，承認九二共識，不管什麼人什麼政黨，也不管他過去說過什麼做過什麼，北京都願意和他們談發展和促進兩岸關係」，此皆顯示中共對台工作的務實化。在此邏輯下，則出現戰術上的「軟硬兼施，分而治之」。

牞
軟硬兼施＋分而治之

在底線清晰與彈性務實的原則下，中共近期將傳統的「和戰兩手」與「統一戰線」等策略運用得更加嫻熟，「軟硬兼施」與「分而治之」更加明顯，幾乎是「硬的更硬、軟的更軟」，「硬」的部分表現在上述的「非和平方式」，「軟」的則展現於具體兩岸事務，且採取「分而治之」的手段，即「官民分離」的策略，針對我國政治社會結構，區分執政黨與在野黨，企業家、中產階級與農民等，分別給予不同的「禮物」。換言之，即是一種「全面統戰」的戰略。

就此看來，以胡錦濤為核心的中共新領導班子與對台工作小組，啟動「多管齊下」與「懷柔式」的全面性約制和統戰策略，一方面，在國際持續打壓台灣空間、在區域整合上孤立台灣，另一方面，卻又在各種利益上對台灣民間示好；【註4】一方面，在主權立場上強硬，另一方面，卻又在事務性交流中採取彈性的作法，其中展現出更強的自信與靈活的策略。

參、對台策略類型分析

若將上述「全面統戰」策略加以區隔，以「政治－經濟」為縱軸、「國際－對台」為橫軸，可觀察出以下四種象限組合（見圖一）：

灱
象限Ⅰ：政治＋國際

此部分所指涉的是對外國家主權的彰顯，屬於「硬」的範疇，其所採取的手段包括：

1.
爭取我邦交國：在我國僅存的26個邦交國中，【註5】中共全面啟動各項策略拉攏我邦交國，尤其是近半年多來胡錦濤與曾慶紅相繼出訪佔我邦交國近半數的地區──中南美洲，對我形成極大壓力。

2.
阻止我國參與國際組織：如聯合國、世界衛生組織等。

3.
聯合其他國家打壓我國。

牞
象限Ⅱ：政治＋對台

此部分所指涉的是對我國各政黨所採取的策略，區分為執政黨與在野黨：

1.
在野黨部分：即近來最熱門關於國民黨主席連戰與親民黨主席宋楚瑜出訪大陸行程，以及各種高規格接待與會談。

2.
執政黨部分：針對民進黨黨內溫和派、強硬派，中央、地方民代黨職人員以及縣市長、鄉鎮長等進行區隔。


圖一  中共對台策略「政經」、「內外」聯結圖

犴
象限Ⅲ：經濟＋對台

此部分指涉的即是依恃其相對廉價的生產成本以及廣大市場為後盾，所產生對我國企業家與農民的「磁吸」，及其所形成的「以商圍政」、「以民逼官」的效應：

1.
企業家部分：此部分已是老生常談，如長期以來企業界對政府大陸經貿政策的批判，長榮集團政治立場的轉變以及近期許文龍先生的「公開信」等皆是。

2.
農民部分：允許台灣農產品於大陸展示與銷售零關稅等議題的拋出。

3.
中產階級：如宣布「放寬台胞證多次簽」、「兩岸大學生同等學費標準」、「放寬台灣民眾在大陸就業限制」以及「開放並鼓勵台灣民眾報考相關職業資格考試」等。
犵
象限Ⅳ：經濟＋國際

隨著全球化（globalization）與區域化（regionalization）發展趨勢下，各國將簽訂「自由貿易區」（Free Trade Area, FTA）視為首要之務，中國大陸在此方面頗為積極，在東亞地區包括「ASEAN加一」、「東北亞自由貿易區」與「CEPA九加二」，而在中共所意圖主導的東亞區域整合架構中，可明顯發現我國皆被排除在外：

1.
「ASEAN加一」：中共已和ASEAN簽署協議，於2010年將形成一個擁有 18億人口的龐大市場，成為全球最大的自由貿易區，對外貿易額1.7萬億美元， GDP 將達到1.9 兆美元，排名全球第三。

2.
「東北亞自由貿易區」：基於東北亞中日韓三國在產業上形成互補的狀況，中國大陸爲了產業升級，周邊的日本與韓國是極佳的選擇，日、韓的直接投資和先進技術是中國發展的必要條件，而對日韓而言，中國大陸的勞動力則是極具吸引力。三國因而研議「中日韓自由貿易區」的建立，同時倡議與東協、日本、韓國成立規模更大的「東亞自由貿易區」，形成「ASEAN加三」。

3.
「CEPA九加二」：2003年，大陸分別與香港、澳門簽署「更緊密經濟夥伴安排」（CEPA），緊接著又推出「泛珠三角」，簡稱「九加二」（指華南九省再加上港、澳），一方面擴大WTO承諾的開放範圍，另一方面，提前向港澳商開放市場。

肆、聯結策略與運用

值得注意的是，上述各種策略絕非單獨行使，而是結合其他策略共同實施，即是本文所強調的「聯結策略」，各象限間相互聯結後所產生的「加乘效應」極強：

灱
「象限Ⅰ」＋「象限Ⅳ」

其所指的是，中共透過各種經貿手段的配合，壓縮我國際活動空間，如在爭取我國中南美洲拉美邦交國上，中共配合各種經貿策略，如加大與拉美國家的貿易，承諾在各國大量投資，透過區域組織力量給予我邦交國壓力或以簽訂FTA為籌碼等。

牞
「象限Ⅱ」＋「象限Ⅲ」

此為中共對台政經聯結策略的深化，試圖以與「中國」相關的政經利益為核心，重新對我國的政治（包括地方與中央、執政與在野）與非政治關係重新組合，如各政黨與特定階級人群的關係，又如在「開放農產品」議題中，特別強調南部的縣市等。


犴
「象限Ⅲ」和「象限Ⅳ」

相對於「象限Ⅰ」與「象限Ⅱ」，「象限Ⅲ」和「象限Ⅳ」表面上雖不急迫，但其影響卻是結構性且深遠的，其間的聯結作用更不容小覷。就中共近來的發展看來，「對內改革」與「對外開放」往往是互為表裡、相輔相成的，一則持續加速內部區域經濟發展，另則進一步帶動其與國際經貿體系的融合，且一方面透過內在改革以吸引次級自由貿易區的建構，另一方面則經由自由貿易區的形成深化其內部改革，形成「相互聯結」的效應，就前者而言，我國所面對的是大陸內部市場的「磁吸」作用，就後者而言，所面對的是被排除在區域經濟整合之外的風險。

總體看來，對我國而言，「象限Ⅰ」與「象限Ⅳ」的聯結所代表的是「邊緣化」的威脅，而「象限Ⅱ」與「象限Ⅲ」的聯結則代表「空洞化」的危機（見圖一），而此兩者是同時發生，且透過聯結策略相互增強。也正因，目前每個議題的「鬆綁」都將變成是對台的「禮物」，如允諾台灣參加「世界衛生組織大會」（WHA）、與台灣簽訂CEPA、兩岸商談建立軍事互信機制等皆是。

伍、結　論

在第四代領導人全面接班之後，中共對國際局勢以及我國內部的政經結構有更清楚的認識與判斷，也將更有自信地處理對台政策。其以「底線清晰」的戰略原則為基礎，所啟動全面性統戰與聯結策略，對我國所造成的便是「約制」與「利誘」同時發生，「約制突破不了，利誘卻也抵擋不住」正是我國目前的困境所在。

而明顯的現實是：中國大陸在國際間政經影響力日益壯大，形成國際與國內的正向循環，【註6】而我國正好往反方向前進，我國內部政治競合的現實結構正是中共得以交互運用各種對台策略的基礎。我們發現，中共對台的思維與策略已經更加靈活，面對國際以及兩岸發展的現實，對我國而言，揭櫫民族主義大旗一味「反中」恐怕已不是最佳選項，在「象限Ⅰ」與「象限Ⅳ」中我國目前只能採取守勢，然而，在「象限Ⅱ」與「象限Ⅲ」似乎還有「以彼之道，還施彼身」的空間。但必須注意的是，在兩岸各種互動與策略較量過程中，「統一的台灣」在民主後盾下似乎猶可為，相對地，「分裂的台灣」在歷史洪流中則注定蒼茫無力。

註1：即第八條的：「『台獨』分裂勢力以任何名義、任何方式造成台灣從中國分裂出去的事實，或者發生將會導致台灣從中國分裂出去的重大事變，或者和平統一的可能性完全喪失，國家得採取非和平方式及其他必要措施，捍衛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

註2：其中「四個絕不」指的是：一、堅持一個中國原則絕不動搖；二、爭取和平統一的努力絕不放棄；第三，貫徹寄希望於臺灣人民的方針絕不改變；第四，反對「台獨」分裂活動絕不妥協。

註3：
另一種說法則是陳水扁總統於2000年就職演說中所提及的「四不一沒有」。

註4：如一直以來的「熊貓」外交，已正式成為對台策略的選項。

註5：
我國於2005年5月14日才又與諾魯共和國（The Republic of Nauru）恢復邦交，邦交國從25增為26個。

註6：但此依然無法掩飾其發展過程中所衍生的各類如「三農」、「貧富不均」、「貪腐尋租」等相關問題。

國際關係與兩岸關係之三

反分裂法與兩岸關係：

國際面向的淺析

郝培芝∕國立台北大學公共行政暨政策學系助理教授

中國通過反分裂法所產生的國際外溢效應使台灣問題進一步國際化，並牽動東亞以及歐美關係兩個國際層次的新格局，而這些國際結構力量的互動演變也將牽動近來兩岸關係的發展：

壹、
東亞新格局：美、中圍堵V.S反圍堵的新互動主軸

在東亞格局部分，透過反分裂法美國確立以中國威脅論為核心，以強化美日安保為管理架構的新東亞格局，但是美國必須面臨許多新的挑戰：美國必須爭取傳統盟友對於圍堵中國大戰略的認同、避免傳統盟友的鬆動與猶疑，同時又必須回應中國近來所陸續進行的國際反制動作、以及中∕美兩強權在全球層次戰略伙伴的相互爭奪與較勁。因此，在後反分裂法時期，形成美國與中國近來「圍堵V.S.反圍堵」的新互動主軸，而中國與美國在處理全球格局時，台海問題都是其中關鍵的環節，而兩岸關係的適度和緩發展都符合當前美、中兩大強權在國際戰略佈局的立即利益。因此在反分裂法後，目前形成一個中國想談，美國間接促談的格局，兩岸關係會從一九九九年以來的「冷僵持階段」進入到另一新階段的發展。

一、

美日安保為核心的東亞管理架構：日本角色的重要轉變

美國將反分裂法界定為中國單邊改變台海現狀，平行於美國台灣關係法以及軍事擴張準備的基礎，因此加強美日安保軍事同盟，並明確將台灣納入共同戰略目標。美國在強化美日安保和反對歐盟解除中國武器禁令的態度強硬，具有幾項重要意涵：

第一、美國重新調整在後伊拉克戰爭時期的全球戰略佈局：美國在新任國務卿萊斯上台後，隨著中東民主化進程的順利推展，反恐事務的暫時抑緩，在中東事務上美國調整伊拉克戰爭中飽受爭議的單邊主義路線，修補與歐洲關係並尋求共同處理伊朗核武問題之後，代表美國逐漸處理完伊拉克戰爭中所遺留的諸多結構性問題，擺脫伊拉克戰爭的國際格局，重新回到過去以亞洲地區為核心的傳統戰略格局。

第二、以中國威脅論為主的新圍堵政策：透過反分裂法，美國確立以中國威脅論為東亞戰略核心，強化美日安保體系，並將台灣納入共同戰略目標，將美日共同協防台灣的政策明確化，聯合日本盟國對中國進行戰略圍堵。

第三、美將日本由區域盟友提升至全球戰略盟友地位：在強化此一美日安保管理架構的格局中，日本角色具有關鍵性轉變。美國希望將日本由區域盟友地位提升至全球戰略盟友，具體展現在新美日安保邁向全球化的設計，除了共同協防東亞外，也提升日本在全球層次擔任美國後勤補給與維和工作，並積極推動日本成為聯合國安全理事會常任理事國。

二、中美兩國在後反分裂法的回應：和緩兩岸關係以利各自國際戰略佈局

面對美國的圍堵政策，中國是以繼續深化國際格局來回應美國新圍堵政策，美中兩國關係已經進入「圍堵與反圍堵」的新互動主軸。後反分裂法中國回應的基調與真正關懷重心，首先是在全球格局回應美國圍堵的全球戰略佈局，其次才是兩岸問題的處理。但是兩岸關係的適度處理都有助於目前美國與中國在國際格局上的立即利益。

在全球層次，中國以強化國際格局來回應美國的圍堵策略，其策略包含幾個面向：第一、強化新的戰略盟友：近來中國領導人胡錦濤、溫家寶分別訪問俄國、印度與印尼，希望積極建立與俄國、印度、印尼以及第三世界的戰略伙伴關係。第二、增加美、日圍堵中國的國際成本：鼓動中國以及兩韓反日情緒，與兩韓公開聯手反對日本加入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北韓宣布將進行核子試爆與退出六方會談。第三、鬆動美國傳統盟友：中國利用南韓與日本的長期歷史糾葛，以及韓國是否願意讓日本增強東亞以及全球角色的矛盾情結，並釋放區域整合諸多經濟利益，試圖拉攏南韓，鬆動傳統美韓同盟關係，今年三月盧武鉉曾表示，絕對無法接受美國抽調駐韓美軍介入其它地區的衝突（包括台海糾紛）。未來中國將繼續深化與韓國關係，寄希望新的東北亞戰略聯盟，動搖傳統美韓同盟關係。另外，新加坡內閣資政李光耀近來頻頻替中國發聲，表示印度不會協助美國圍堵中國，以及澳洲不會為台海問題出兵等，都是中國企圖鬆動美國傳統盟友的國際動作。

在兩岸關係上，中國在短期內勢必要以較和緩的兩岸關係面貌來快速化解反分裂法的國際壓力。中國的回應方式依不同的戰略考量而有幾種可能性：第一是小型戰術，使希望以最小成本化解反分裂法的國際影響，因此回應方式的目標是以最小成本達到最大國際宣傳效果，在戰術上採取以邀請台灣政黨領導人訪問大陸以分化台灣政黨，弱化台灣領導人的主導性，開放部分經貿議題，尋求與台灣協商和平形象，以極大化國際宣傳。第二是中型戰術，以獲得台海兩岸九二共識為基礎的政治框架為目標，拓展經貿交流（包括CEPA等議題），以及適度開放台灣部分國際空間，並在其中形成新的兩岸政治主權互動架構。第三是大型戰術，目標是獲得與確保台獨紅線的有效牽制後，以兩岸軍事協商機制或和平協商架構，釋出降緩軍事威脅台灣的象徵性動作，在確立台灣問題的有效管理後，短期內暫時擱置台灣議題，以排除台灣問題對其發展的國際干擾因素，重新以和平崛起的姿態轉而牽制與化解美國中國威脅論的國際有效性，將主要精神轉為大國崛起的長期戰略經營的優先性，以及繼續深化大國全球戰略的佈局。
美國在乎的也是全球格局的實質利益，其目前政策的優先性是換得全球戰略架構的確保，包括美日安保體系的實質化，力阻歐洲武器解禁，順利使日本加入安理會常任理事會國，中立化中國的新戰略盟友，化解傳統盟友對於強化日本角色的新美日安保體系的猶疑。因此在這樣的國際利益需求下，我們即可理解美國高度重視作為美日安保實質化重要一環的台灣軍購案，並可能以此為條件交換連宋兩黨主席出訪大陸。也在這樣的全球格局利益的現實考量下，為使日本能順利地加入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並讓日本重新轉型為正常國家，以擴大其在東亞與全球層次作為美國戰略伙伴的角色，日本在面對中國反日風潮與神社參拜議題上以低調方式處理，並在亞非高峰會議為日本二次大戰軍國主義行為道歉。同時，美國國務卿萊斯近來陸續繼中國腳步接連出訪俄國，印度，目的即是希望中立與拉攏這些中國積極經營的新全球戰略伙伴。此外，近來日本與韓國在南韓獨島的衝突，也導致南韓在美中兩大強權安全聯盟間選擇上的搖擺，未來中共可能繼續加以利用此一矛盾，強化與兩韓關係的新東北亞權力格局，美國也必須積極穩固傳統美韓同盟的維繫。

因此對美國而言，在以確保全球與亞洲戰略架構的主要目標下，避免中國反彈力道成為其確保國際架構的重要阻礙，以及避免中國新一波反美國霸權主義力量的集結，化解傳統盟友對於以美、日為主軸的東亞權力結構的猶疑以及鬆動，避免台灣問題成為東亞新的衝突點，牽制美國全球戰略佈局與處理朝鮮半島情勢的力道，美國應該會希望給予中國在反分裂法後的適度國際舒緩空間，並將以促進兩岸對談為主軸，希望建立一個美國可主導與管理的穩定互動架構。

貳、反分裂法與歐盟武器解禁案：歐美關係的重大矛盾

在美歐關係層次上，在對中武器解禁議題上，美國一連串的強烈反對態度是完全出乎歐洲聯盟領袖的預期，中國成為歐美關係繼伊拉克問題後最大的國際戰略矛盾。反分裂法的適時發酵，成為美國強化中國威脅論的重要依據，以及造成近來歐盟在此一議題政策急轉彎的關鍵因素。從此一事件之演變有幾點重要發展值得國人關注：

一、美國的回應：以影響台海軍事平衡為反對論述核心

美國反對解禁的理由除人權問題與促進中國軍事現代化之外，還特別強調東亞地區穩定和美國的全球戰略安全利益，所謂區域穩定指的即是台海局勢。美國認爲，如果歐盟解除禁令，將導致中國大陸從歐洲市場進口先進尖端武器，將會打破台海軍事均衡，甚至助長北京對台動武，尋求武力統一的實力。對美國東亞戰略利益而言，倘若中國獲取歐盟的軍事支援作為後盾，勢必增加中國挑戰美國在西太平洋區域權力大小的能力，減損美國在台灣問題上進行干預的能力，而加重美國於西太平洋防衛的負擔。
二、歐洲大國的權力佈局與互動：聯合國安理會的權力結構變化

事實上歐洲幾個重要大國積極在對中解除武器禁運此一議題相互較勁與表態，背後牽涉到歐洲大國未來的權力佈局與互動，並將延伸到聯合國安理會席次的鬥爭。近來聯合國秘書長安南推出聯合國新的改革方案，試圖擴大常任理事國與非常任理事國數量，許多新興強權都躍躍欲試並積極運作，進而牽動新一波強權之間的合縱連橫。中國企圖結合歐洲主要大國與俄國在全球層次改變安理會的決策權力結構，將多元格局建制化。近來德國積極爭取安理會常任理事國，並主張在北約組織外另建美歐對話架構，希望淡化美國在北約組織的影響力，並積極推動解除對中武器禁運，可能都與此一因素有關。因此美國也公開支持日本成為安理會常任理事國，希望維持既有的權力結構，以回應未來安理會可能的結構性轉變。

三、歐洲對於反分裂法的認知與回應：反對中國以非和平方式處理台海問題

針對反分裂法，歐盟公開強調台海問題應以和平談判方式解決，而歐洲議會與主要各國議會則清楚地定位反分裂法為中國武力犯台的法律依據，反對中國以「非和平方式」處理台灣問題，歐洲議會並再度以壓倒性票數表決反對歐盟解除對中禁令。

法國與德國積極尋求俄國在解禁案上的支持，俄國是少數公開支持中國反分裂法的國家，但對解除禁運一事表示中立，因為目前俄國仍是中國最重要的武器輸出與技術提供者，解除禁令並不完全有利於俄國，因此美國也知道此一矛盾，近來美國國務卿萊斯與布希總統繼中國之後出訪俄國，也是以解除禁令為對話主軸，企圖在此一議題尋求俄國的中立態度。法國不僅大力推動解除禁令，近來法國總理訪問中國也表示中國反分裂法立場與法國一致。德國執政黨原先支持解除禁令，但反對黨基督教民主黨則大力反對解除中國武器禁令。英國將擔任下一屆歐盟輪值主席，作為美國最重要的大西洋戰略伙伴，英國從一開始的觀望態度，歷經中間的傾向解禁，到近來的公開反對。英國外相史卓也是歐盟三巨頭國家中，第一位對外承認反分裂法負面效應的首長級人物。
四、兩岸關係未來演變：歐洲內部對中政策調整的依據

歐美對於中國在全球戰略設定上的不同思考，透過武器解禁案的關鍵爭議，成為繼伊拉克戰爭後，歐美之間最大的國際戰略矛盾，同時引發歐洲內部各國甚至政黨之間的嚴重分歧，對於歐美大西洋聯盟關係而言，除非歐盟與美國能化解歧見並有效地處理與北京的「新戰略三角」關係，否則中國的崛起還是會在武器禁運風波結束後持續干擾跨大西洋兩岸的關係，並成為主要大國之間重要的分歧點。
雖然反分裂法的適時發酵，提供了美國反對的正當性與內部質疑聲浪反對的依據，使得解禁案暫時得到舒緩，但是歐盟內部親中國家仍然持續推動與中國戰略伙伴架構與解禁案的繼續推展，未來歐洲國家如何設定歐中關係架構，以及歐∕中∕美三角關係如何調整，仍會成為持續干擾大西洋聯盟關係的重要因素。另外，由於反分裂法的通過，歐盟也首次明確表示，將北京當局能否以和平方式解決台灣問題列為未來是否解禁的重要考慮因素，因此未來台海兩岸問題的發展與演變，自然也會成為歐洲內部如何調整與中國關係，武器解禁政策是否應做調整各國進行相互說服的主要依據。

讀者來信

　　本欄歡迎讀者來信，就有關大陸研究與教學發表意見、評論，或分享體驗。我們希望通過本欄為這方面的交流開闢一些空間，故此人身攻擊、或不帶反省性質的情感發洩將不被考慮。來信請提供真實姓名及通訊地址。編輯保留選稿及剪裁的權利。來信請寄100台北市中正區徐州路二十一號　台灣大學政治學系「中國大陸研究教學通訊編輯委員會」收。
國際關係與兩岸關係之四

辯證與非辯證：不一樣，就是不一樣

俞劍鴻∕銘傳大學國際事務研究所教授

2004年9月28日第6版的解放軍報刊登了這麼的一段文字：“毛澤東為了使自己創立的人民戰爭理論能在群眾中紮根，他總是利用人民群眾喜聞樂見的語言，來講解他的軍事思想，原則和戰爭規律，從而使他的理論能夠深入人心。【註1】”毛也曾經說過他要把6億位中國人統統變成為辯證法應用者。【註2】
不過，他並沒有很成功。只不過到今天擁有6,800多萬黨員的中國共產黨只有中央，中國人民解放軍和一些黨員還是確定在應用辯證法。我們只要比較一下辯證法應用者和非辯證法應用者，他們是如何看人民戰爭的，就可以得到更接近事實的答案。

一位在大陸成長並且接受大學教育的中國人民解放軍觀察家說自從1990年代初在解放軍裏有三大學派：支持人民戰爭的，主張打高科技戰爭的，以及認同新軍事革命的。【註3】在澳大利亞教書的這位政治學博士說屬於第一學派的人數最少。【註4】但是，他們的論點還是不能被完全否定的。他又指出絕大部分的將領是主張打高科技戰爭的。談到最後的一個學派，這位華人教授說他們的人數也很小。又他們不會全盤接受西方式的軍事現代化。

走筆到這裡，讀者應該了解到說這位大學老師是從非辯證的角度來分析人民軍隊的。理由很簡單。在1953年5月之前，所謂的人民戰爭是游擊式的。故，他認為到了21 世紀屬於第一學派的人數應該是最少。

須知，經過韓戰的洗禮，中共在停戰那一年的5月推出革命化，現代化，正規化的軍隊建設。2004年9月，胡錦濤接替江澤民為中央軍事委員會主席。10月20日，他首次發表了在革命化，現代化和正規化的重要治理軍事思路的講話。易言之，這三個辯證片語就是人民戰爭的另外一種說法。如果套用我的辯證模式，革命化等於1，現代化就是3，和正規化為5，而人民戰爭等於1、2、3、4與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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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篇幅關係，我以最簡單的方式或打個比喻來說明這個模式。每個阿拉伯數字和英文字母代表一個概念（或者燈泡）。每個概念表面上是靜態的。不過，每個概念有至少三個階段：初階，進階和高階。每走一步只想一個概念。1 和E各自代表100瓦特（watts）。3和C各自代表50瓦特。5和A各自代表1個瓦特。1、2、3、4和5等於主體或者正、安全地帶或者光譜，而A、B、C、D和E等於客體或者反、危險地帶或者光譜。【註5】又5等於初階級段； 3代表進階級段，而1就是高階級段。另一方面，E等於高階級段；C代表下墬級段。還有A就是結束級段。簡言之，支持人民戰爭的官兵最多，而他們也都支持打高科技戰爭和認同新軍事革命，因為他們和革命化與現代化相關。

不過，吾人要注意的是在什麼時間與空間環境下，中共中央軍事委員會強調什麼。舉例而言，於1991年秋，江澤民作出了重要決策，也就是堅持以現代化為中心來打贏戰爭和遏制戰爭。這並不表示說解放軍放棄了革命化和正規化，因為信息化軍隊就是史無前例的革命化。一旦發展或購買到新的武器，軍隊就要在下一步正規化。

須知，江很善於推出一些舊名詞或術語的翻版。1990年12月，他提出了政治合格，軍事過硬，作風優良，紀律嚴明，保障有力的總要求。中共的14大，15大，16大都重申了這個要求。說穿了，這五句話就是紅與專的另外一種說法。【註6】

外國學者和專家也都犯了同樣的錯誤。因此， 美國籍學者David L. Shambaugh和印度籍退役將領Chander K. Kapur都只認為現代化是解放軍要走的唯一道路。殊不知，中國特色軍事變革所強調的還是人與武器這個光譜的人。

辯證與非辯證的確不同。例如，老美講紅線。但是，這是一個非辯證的用語。對辯證法應用者而言，它的同義字為臨界點。當辯證法應用者運用紅線這兩個字之際，他∕她有另外一種意思。例如新華社記者報導有關江澤民在任期內的國防和軍隊建設時說“與時俱進，開拓創新”就是一條貫穿那個接近15年歷程的紅線。大陸的國防大學鄧小平理論和三個代表重要思想中心也指出“中共軍隊委員會工作必須堅持黨對軍隊絕對領導的根本原則和根本制度”是“中共軍隊委員會工作條例（試行）”這部規範軍隊黨委工作新法規中貫穿始終或具有突出位置的一條紅線。

總之，辯證與非辯證論證剛好相反。充其量，雙方的觀點只雷同一半。這句話的意思就是說對非辯證法應用者，他∕她可能得了一百分（或瓦特）。可是，在辯證法應用者的眼中，前者的分數是零；了不起，只是50分或一半而已。

註1：
2004年10月13日的解放軍報在第12版刊登了以下廣告：名酒五糧液的質量辯證法。
註2：
1953年6月，大陸開始進行第一次全國人口普查。在1954年11月，公佈的人數為6.0194億。
註3：
You Ji, “Revolution in Military Affairs: A Guide for Chinese Military Modernization,” Australian Defence Force Journal (hereinafter ADFJ), No.144 (September/October 2000), pp.41-59.
註4：
北京仍然鼓吹人民戰爭。參見中國國防報（北京），“把人民戰爭的潛力發掘出來”，2004年11月25日，第3版。
註5：
參見Peter Kien-hong Yu, The Crab and Frog Motion Paradigm Shift: Decoding and Deciphering Dialectical Politics (Lanham, MD.: University Press of America, 2002) and Hu Jintao and the Ascendancy of China (Singapore: Marshall Cavendish International Academic Publishing, 2005).
註6：

在第13屆全國黨代表大會，鄧小平提出和平與發展。他首次當著外賓提到類似的東西是在1984年5月。2003年11月，大陸提出和平崛起。美國的中國共產黨軍事觀察家Michael Pillsbury在2004年11月的第6屆孫子兵法國際研討會說大陸軍方高層已經不講和平崛起，只說和平與發展。參見http://news. chinatimes.com/chinatimes/newslist/newslist-content/0,3546,110505+ 112004113000100, 00.html。第5屆在蘇州4年前召開。殊不知，這兩個概念是互相通用的。和平等於1而發展為5。又和平崛起等於從5向1推進。

中心動態

中國大陸暨兩岸關係研究中心  活動公告
(中心藏書
　本中心承蒙學者教授不定期捐贈書籍，為便於資訊廣泛流通，即日起提供借閱服務。因係作者贈書，故以內閱為限，有意借閱者請親至中心。

	
	書名
	作者
	出版社

	1
	言語文化研究叢書Ⅰ－文革期的文學
	岩佐昌暲
	花書院

	2
	國際《文革文學》研究叢刊第1期文革期文學雜誌目錄坽
	岩佐昌暲
	花書院

	3
	2004.12.21從臨摹到反思：我國社會科學博士對歐美知識與體制的回應
	會議論文集
	台大政治系

	4
	Creation of New Contemporary Asian Studies
	Kenichiro Hirano
	working paper

	5
	2004.10.23～24「兩岸國際政治學」學術討論會文集
	會議論文集
	台大大陸研究中心、東華大陸研究中心

	6
	2003.12.06「多元文化：婦女與性別議題的研究與教學」研討會
	會議論文集
	台大婦女研究室

	7
	中國大陸教學通訊各期紙本期刊
	
	


(
本中心網站http://politics.soc.ntu.edu.tw/RAEC/正式上線，可查閱「中國大陸教學通訊」電子檔全文。
(演講與研討會活動預告：

	時間
	地點
	活動

	94.06.07

下午4點～6點
	臺灣大學社會科學院第一會議室
	【演講】中國崛起與大戰略
台大政治系許遠東講座邀請胡鞍鋼教授（清華大學國情研究中心主任；清華大學公共管理學院教授）來系短期交流，胡鞍鋼教授在台期間將舉行二場公開演講。

	94.06.11

上午10點～12點
	臺灣大學社會科學院國際會議廳
	【演講】中國如何參與經濟全球化
胡鞍鋼教授（清華大學國情研究中心主任；清華大學公共管理學院教授）

	欲報名以上兩場演講請Email至：politics@ntu.edu.tw。註明姓名、服務單位、聯絡電話以及場次。

	94.10.01～11.30
	本中心暨台大政治系盧瑞鍾教授將邀請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係學院政治學系副教授蕭延中先生來台短期學術交流和研究，蕭延中教授曾在「中國大陸教學通訊」發表多篇文章，對於毛澤東思想的研究素有專精。屆時歡迎各界交流指教。


～
中心將持續不定期舉辦多場演講和研討會，有意收到相關活動通知者，請將您的電子信箱郵址寄至：r92322010@ntu.edu.tw（本中心僅發布電子公告）。
邊緣化





空洞化





象限Ⅳ





象限Ⅰ





象限Ⅲ





象限Ⅱ





( 爭取我邦交國


　（重點在拉美）


( 阻止參與國際組織


( 聯合他國打壓





( 執政黨


  （拉攏溫和派、縣市長、


　　鄉鎮市長等）


( 在野黨


  （國民黨、親民黨等各黨


　　派）





( FTA


( 東協十加一


( CEPA


( 東北亞自由貿易區





( 農民


( 中產階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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